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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焘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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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8） 

【摘 要】：魏光焘是晚清掌握实权的大臣之一,他先后在甘肃、新疆、云南、两江、闽浙等地任要职,每任一方

都十分关心当地教育事业,创建新式学堂、派学生赴日本留学、推广舆地教育、注重培养人才,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做

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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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焘(1837-1916),子午庄,清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金潭乡(今属隆回县)人。历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新疆布政使、护理

新疆巡抚、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他是晚清时期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历史人物,是湘军名将

之一。但学界对魏光焘的研究少之又少。学术界关于魏光焘的研究论文只有寥寥数篇,分省对他的施政情况有所描述。研究成果

少,关于他在近代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提及更少,对他的思想探讨不足。本文以魏光焘在各地实施的与教育相关举措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一、大力发展边疆教育,推进了中国西北、西南边陲地区近代教育的进程 

西北、西南边陲地区,众多少数民族杂居,在清末时期经常发生民族冲突和动乱。1862 年至 1873 年爆发的陕甘回民起义,对

西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地方动荡,人烟凋敝,加剧了汉民和回民之间的隔阂。同治六年(1867),魏光焘随左宗棠军转

赴陕甘,光绪七年(1881)升甘肃按察使旋升布政使。在甘肃任职期间,据其自述“余经理其事,尽心筹布,如修道府、衙署、城楼、

坛庙,建柳湖书院,创盐厘各局,设董志县丞城池,移屯垦行,牧政平治。凡三年,始先后一律告成”[1]6。在恢复当地社会经济、文

化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提到的柳湖书院,位于甘肃平凉崆峒,原在战乱中损毁。 

同治十二年(1873),时任平庆泾固等处地方盐运兵备道总兵的魏光焘,不仅修复了柳湖书院,而且将原来属于平凉府的柳湖

书院,改成平、庆、泾、固四府(州)道台书院,推进了四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清代西北地区以往的传统教育对少数民族很忽视,甘

肃地方文化教育落后,魏光焘在平、庆、泾、固之间安置由陕西、甘肃迁来的回民,使这些回民子弟接受教育,有利于安稳人心,

平凉柳湖书院的重建推动了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维护了民族团结。柳湖书院在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新修的书院中师资水平高,招

收的学生多,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在西北新修书院 10 余所,其中魏光焘兴修平凉的

柳湖书院最为伟大”
[2]
。 

光绪十年(1884),新疆改设行省。同年冬,魏光焘任新疆首任布政使,五年后升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在新疆期间,颇有政绩,

为平定新疆、促进新疆的稳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使新疆纳入中国整个的政治区域中,一扫两千年来相互散漫、松懈的关系”[3]。

据其自述:“时新疆初设行省,百事创始。如修城郭、建衙署、设郡县、定官制、举军政、订饷章、整顿邮传,兴立学校,与夫开

矿、屯田、畜牧、绘图勘界、立约通商各争,无不竭力举办,不敢告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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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久的动乱,此时的新疆百废俱兴,“僻处边陲,教育落后,毋庸讳言”[4]。他所说的“兴立学校”,具体而言,主要指的是

新疆博达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焘上奏清廷,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北梁创立官办的新疆博达书院,获得批

准。博达书院不仅授课讲学,也印刷出版图书。博达书院是新疆开启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环,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其中包

括了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才。 

1901年 5月他履任云贵总督,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建中小学堂于五华山等处,选士出洋游历,培植人才,颇费心力”[1]7。滇

越铁路的开通使云南与外界联系较多,新式教育推广顺利。据中国海关报告:“1902 年以后,云南在建立现代学堂方面取得了巨大

进步。中国这一偏远角落缓慢地开始了改革。大理府、蒙自县、普洱府、昭通府、丽江府以及各州城和县城,都开办了师范学堂,

更重要的是各地都开办了多少不等、成效不一的各种男、女学堂。所有学堂都免费上学,云南府中等学堂的一些专门科还免费提

供伙食、服装、课本等。省城全部在校生可达 7000人”
[5]
。 

在边疆任职,最为关键的是处理好民族关系,大力发展教育,选送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无疑是正确的举措,此举推进了中国西

北、西南边陲地区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 

二、开办新式学堂,促进与近现代教育的接轨 

魏光焘是晚清时期的实权重臣,“素以严正方刚、老于军事自名”[6]。他的地位决定了能熟知清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也对于

时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敏锐意识到晚清时期时局艰难,动荡不安,只有大力推广新式教育、广设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才能

适应形势发展。无论他在何处任职都尽力贯彻这种想法。他为发展近代教育,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各地大量新修各种学堂,使旧式教育逐渐向新式教育过渡。光绪二十一年(1895),魏光焘升任陕西巡抚,“建格致、

文武各学堂以植人才”[1]6。是他主政陕西的一项重要工作。魏光焘到任后,立即召集陕西学政赵惟熙,在泾阳县治附近动工兴建

学堂,特意委派泾阳县学各官督理监修,要工人连日赶工,仅大半年的时间就修建好了崇实书院。书院规模宏大,四周空地较多,十

分方便以后增添校舍和开办工厂。他对此也比较满意,上奏朝廷云:“命名曰崇实书院,中分 4 斋,每斋拟先设肄业生 15 名,兼习

外国语言文字,并推算测量,以递及汽、化、声、光各学,以裕制器尚象之源”[7]。崇实书院先期已经招收 24岁以下的学生 60名,

分科学习,后来逐渐扩充至每年招收学生 160名。 

他在西安创办游艺学塾。游艺学塾是一个既教授旧式教育,又教授新式教育的学堂。按照魏光焘所言,学堂内的学生需要“参

考时务,兼习算学”[8]。游艺学塾每年共招收学生 70名,算学是游艺学塾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 

他认为陕西地处内陆,民风质朴,接触新鲜事物的速度不如沿海地区,因此“建学育才,尤为急务”
[9]18

。只有大规模的兴建中

等学堂,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新式教育,才能更好的发展当地教育。“诚以学堂一日迟设,即风气一日迟开,事关培植人才,自宜迅速

筹办”[9]19。为求学堂能迅速投入使用,借西安府试院当作学堂。使用游艺学塾原来购买的新式图书、原先聘请的测算及语言文字

的教习,在全省范围之内招收学生,仿照大学堂普通初级各门功课,先行开课。 

魏光焘对实业教育也多加推广,他意识到开办实业学堂对于发展经济、发展实业有促进作用。“窃维强国之道,首在富民政

富之方不外实业,而振兴实业莫大于农、工、商、矿四者。近年东西各国于振兴此等学堂孜孜不倦,故财力日雄,国势日盛。非兴

实业学堂不足以陶冶人才,以为振兴富庶之基。江南地广民稠,兴办犹不可缓”[10]。他将江南格致书院改设江南实业学堂,分设农、

工、商、矿四科,招收学生 120名,分不同专业学习,并准备好各科所需的标本、仪器、材料为学生学习所用。开办学堂的经费常

年支出,由商务局所储官商合办通州大生钞厂息银借拨济,保证了学堂的日常运转。 

在清代,各地都很重视教育,但是传统科举模式已经不适合社会需要了,急需促进新式教育的推广。此时各地的新式学堂刚刚

兴起,一切都要靠摸索,并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也没有合适的有办学经验的人才。但魏光焘一再强调新式教育至关重要,必须要



 

 3 

大力推广。他在南京开办增补普通学堂教育,并且三番五次地督促各府州县创办学堂,在他任内,新式学堂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

展。 

在魏光焘和一大批官员的努力之下,在陕西、江苏、福建等地创建新式学堂,聘请懂西学的教师、开办新式的外语、测量、

化学、物理教学课程,这些举措促进了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培养了大量新式理工科人才,使新技术、新观念得以迅速传播,让各地

的普通民众受益匪浅。据中国海关报告:江苏、福建地区“教育问题被认为是取得显著进步的事业之一。1905年上谕鼓励新学、

废除科举。许多新学堂一边教授西方语言和科学,一边教授中国经典。为进行新式教学,聘用了外籍教师,购买了昂贵的仪器”[5]49。 

第二,开办三江师范学堂,选派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培养了许多师范生,补充了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 

三江师范学堂是清末时期全国规模最大,也是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学堂的开办意义重大。1903 年 3 月魏光焘上任

两江总督后,立即开展这项工作,为筹办三江师范学堂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举措,建造三江师范学堂所需的经费筹措、营建建筑工

程、招聘培训师资、招考学生、大力发展教育等工作都得到具体落实。 

按前任总督张之洞的设想:“筹办师范学堂,其购地建堂经费,由江宁藩司筹拨。所称常年经费由江苏藩司及安徽两省统筹协

助,并以江宁银元局岁获盈余专供该学堂经费之用。系为力筹远起见,应请该督抚照数拨济”[11]。按照设想,学堂每期要招收学生

900名,“宁属定额 250名,苏属定额 250名,安徽省定额 200名,江西省定额 200名,共定额 900名等”[11]。但是,魏光焘接任后发

现实际情况是建校经费各方均告困难,难以筹集。不仅建造学堂的经费严重不足,而且学堂开学以后所需要的运营经费也难以为

继。 

筹款是建学堂最为关键的事情,魏光焘想了许多办法来积极解决经费来源的问题。首先是从盐政、厘金、铜元收入中提款。

据其回忆:“壬寅冬,奉调两江之命。到任后,首先整顿盐政,岁增款至 200余万;厘金、铜元亦增出二三百万。提款建三江师范学

堂”[1]7。两江地区需要用钱的地方数不胜数,魏光焘非常有魄力的从盐政收入中优先提款来保证三江师范学堂的开工建设。 

然后,将学堂原本计划招收的 900名学员分三班依次入学,“经会商学务处,以原定三省学额 900名可分三班召集入堂。”采

取每次只招收 300名学生的方式,所需的教室规模和学堂运行经费得以大幅减少。 

最后,他将学堂的建筑样式由西式改为中式,先盖实用性强的房屋,其他房屋次第增添。魏光焘奏称:“该堂原拟物料装饰俱

洋式。委员按式绘图需费银 30 余万两,若照详房间数改造华式约需银 18 万两左右,值此度支奇绌,不独造屋无此巨款,即将来常

年经费需款浩繁,亦恐难以为继,则建造房屋亦可次第增添,拟先就分班学生人数,择必不可少房屋分别起造,酌用洋式。核实估计,

共需工料曹平银 98500 余两,拟于江宁筹饷捐输款内解存司库银 58000 余两,尽数动拨,其不敷银两,由司设法另筹”
[12]
。学堂建

西式建筑样式需银 30余万两,而改为中式只需 18万两,这几个举措节省了三江师范学堂的建校经费,使建造学堂的难度减少一些,

使学堂的开建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魏光焘竭尽全力地保证了学堂开建的种种费用,从而使三江师范学堂繁杂的建堂工程能顺利开工并建成。自 1903 年 6 月 19

日起开工的三江师范学堂兴建工程进展顺利。即使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魏光焘也想方设法一一克服,至 1904 年 9、10 月间,工

程全部竣工。 

三江师范学堂基础工程建设的经费筹集以后,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就是招考教习,“盖中小学堂之学生程度日以加深,

则师范学堂之教员养成者,亦刻不容辍”[13]130。以保证学堂开学以后,有师资可以教学。他奏称:“三师师范学堂在全省规模最大,

悉照原奏举办延请日本教习 11人,考选举、贡、廪、增出身之中教习甲班 40人,乙班 30人。第一年暂借公所地方为练习教员之

所,商订课程,互换知识,练习一年期满,各教员尚能恪遵守则,核实讲求实验后,计留堂之中教习 56人,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分别派为正教员、副教员、助教员,即以为师范各生之教习,专授中国经史、文学及地算、体操等学”[1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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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1903 年 6 月,三江师范学堂聘请了 11 名日本教习,70 名中国教习。第一年不招收学生,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除了熟悉

各自承担课程以外,还需要互换知识,双方互学对方语言文字。“令东教习就华教习为中国语文,华教习就东教习学日本语文及教

育、博物、卫生、物理、化学、图画、手工、理财等学”
[13]134

。经过一年的相互教学,经过考核,共留下了 56 名合格的教习。此

时中国教习略懂日语,日本教习略懂中文,以期达到教学时不用借助翻译,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的成效。 

三江师范学堂建筑基本完工之际,学堂通知两江所辖各府州县,将举行两次招生考试。为保证教学质量,魏光焘又聘请了社会

名望之士担任学堂稽查。例如:“江督魏奏三江师范学堂学务较繁,现延聘翰林院编修方履中为该堂稽查,考校课程一切”[14]。 

三江师范学堂所学的课程内容丰富多彩,领先于国内其他学堂,适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三江师范学堂有师范生 70 名,待

新校舍落成后,再行增募。以后每年续招 300 名,以备毕业后遣往各署充当小学教习。其教科为教授法、文学、物理、经济、生

理、数学、农学、理财、博物、绘图、手工、东语、体操等科,建筑规模极其壮丽”[12]2。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

以后每年招收大量师范生,所有学生毕业以后担任各州县中小学堂的教师,继续在州县推广和充实基础的新式教育,以培养更多

的人才。 

魏光焘任两江总督的时期正是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时期。1902 年三江师范学堂开始筹备,1903 年 3 月魏光焘到任后尽心尽

力地组织实施了筹款、建造学堂、聘请师资、培训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极其重视教育,对

于创建三江师范学堂的重要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此学堂视为三省中小学堂命脉所关。固不能不加意经营也”[13]134。魏

光焘为推动江南地区教育而尽心尽力做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8 月 14 日,接任两江总督周馥在奏

折中这样写道:“自经前督臣魏光焘、署臣端方极力提倡,承学之士,翕然从风”
[16]
。 

光绪三十年(1904),魏光焘调任闽浙总督。他在福建仍然尽心尽力地推动当地教育的发展。“航海履任,整理军政、吏治、

盐务,兴水利,修城墙,创文武各学堂,选士出日本就学,不遗余力”[1]8。 

他上任以后,积极筹划为闽省筹款派送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专科事宜。“圣鉴事以自强之目的端在育才,育才之方尤资广学,

顺开通风气,培养人才非各省各署多设中小学堂。不可欲多设中小学堂非多储教员,不可欲多储教员非多派生出洋专习师范”[17]4。

晚清时期,各省风气渐开,留学之风盛行,自费出洋游学人数众多。 

在这种风气之下,福建省仅仅选派了 15名学生赴日本求学,他认为闽省选派学生过少,跟不上国内形势发展,不利于人才的培

养。“念福建为理学名邦,从前文教昌明,英贤辈出,士风较东南各省颇推朴茂,然当此世局变迁时艰日,亟固不能不存在旧学以端

士习,亦不能不参新法以育通才”[17]。在他看来,有更多的人学习新的知识,有更多的人成为了解中学西学的通才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尽力筹款选送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专业。 

不仅如此,魏光焘还组织人手对全省中小学堂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基本掌握了各州县学堂的情况。此前福建省所有学堂多

未认真推行新学,即使有也不过将书院名目改为学堂,山长名目改为教习,敷衍塞责的情况居多,大多持观望态度。经过调查后,他

认为福建省开办新式学堂有三难:一是无经费,政府没有专项资金保证新式教育的兴建。二是无教员,全省找不出几个懂西学的教

师。三是无课本,全省没有适合中小学堂使用的教材。兴建新式学堂可谓是困难重重。 

鉴于福建方言晦涩难懂,外地教师来福建难以适应,他认为最适合的办法就是闽省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学成之后回地方学

堂充当教员。“臣已严饬各署,务必将学堂认真举办,经费设法妥筹,而学堂教员尤关紧要。福建语言全系方言,若用他省教习亦

不相宜。除多派本省学生出洋专习师范以备教员别无他法”[17]6。 

他在省城师范、高等两学堂肄业学生中挑取年龄在 30 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员参加选拔考试,择优录取 40 人公费派

赴日本东京宏文经纬西学堂学习师范专业。官府愿意承担这批学生每年贰万银圆的路费和学费,使其在学习生活方面无后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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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其目的在欲“以育通才”。 

虽然教育经费难以筹集,但魏光焘认为这笔经费必须优先保证。“闽省库款空虚入不敷出,惟以学习师范为全省人才命脉所

系,不能不竭力勉筹矣。饬由藩司无论何款项下,先行提款万余圆预交半年学费,以后陆续筹寄”[17]4。他认为官府出钱送学生去日

本学习师范,“譬犹士庶之家诸事务从节俭而至为子弟延师。就学则多费亦所不辞”[17]6。想要达到教育普及的效果,只有尽量的

培养出合适的教员,花费再多也是值得的。在他的主持下,福建省先期选派 40名学生赴日本求学。 

在他任云贵总督和闽浙总督期间,陆续选派了上百名学生赴日本专门学习师范,而这批学生回国以后,“大多数从事教师工

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受聘在政府部门工作”[5]60。 

三、先进的教育理念,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光焘任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期间正值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此时期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

改革,提倡新式教育、改用新式教育制度正是其重要内容之一。1902年 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 1月又颁布《重

订学堂章程》,1905年清政府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习”。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办学热潮,魏光焘作为朝廷重臣,自然而然

的也会重视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重视教育的官员肯定不止魏光焘一人,但是他特别重视师范教育和舆地教育,对近代教育的发

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光焘一生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在外交上多和外国人有交集,深知“夷情”的重要性。他一生之中最光辉灿烂的经历,在于军

事、外交方面的成就。如参与新疆建省、夺回帕米尔,甲午战争中率部抵御日军,“与法领事议修铁路矿务,费尽唇舌,始就范

围”[1]6,“与外国交涉,则争回上海县黄埔口疏通河道之自办权利”[1]7,“交涉事,与日人了清数案无龃龉,完全国体”[1]7等。他是

晚清时期对国外情况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官员之一,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与外国人交涉时努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因此,魏光焘很重

视新学的推行,学习外国的长处。 

他认为学务大臣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提出各省应多派学生进学外洋,是非常值得倡导和践行的举措,朝廷培才兴学是“救数扶

衰之盛举”。魏光焘清楚地认识到培养师范生对于发展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有合格的教员才能开设更多的中小学堂,而合格的教

员的培养需要更多的人才去学习师范。“师范为国民教育根本,尤非速储教员不能望教育之普及也”[17]5。毫无疑问,他这种重视

教育、重视师范教育的理念在晚清时期是十分先进和有远见的。 

此外,他推行舆地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志。重视舆地教育是魏光焘的特色。他希望中小学堂的学生不仅是对本国地理深

入了解,同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地理知识有所涉及。“其用意在欲使学者由形式以孜见外人立政殖民之大略庶几。爱国之

志油然而生”
[18]

。魏光焘一生南征北战,不仅在军队任职,而且在很多省份担任实职,对中国各地的地理情况、风土人情十分了解。

他意识到舆地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对于人才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各类人员的舆地教育的推行。 

首先,他出资刊印《海国图志》。魏光焘是魏源的族侄孙,也是晚清时期政府高级官员,他认为印行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的专

著《海国图志》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知道世界各国情况介绍,于是出资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其他著作。他

本人也著有介绍新疆风土人情和平定新疆经过的《勘定新疆记》。 

然后,他审定校阅中外地图,推广舆地课本。“舆地一门最为紧要,令代均会在湖北省创立地图公会,提倡实学。将所成中外

舆地全图底稿呈候审定,迅速付刊,以备各省中小学堂可用”[18]10。各省中小学堂所用的中外舆地全图,全部由魏光焘亲自详细校

阅,总共有 68幅中国疆域地图,以求学生“悉本疆域天然之势”,这本图集里面还包括极为详细精确的外国地图,以期学生了解国

外的情况。魏光焘认为了解边情、了解“夷情”、了解世界,知己知彼,以振国威是十分必要的,每个学子都有学习地理知识的义

务。为此,他极力向各省中小学堂推行舆地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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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魏光焘是一位湘军宿将、晚清重臣,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魏光焘对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他重视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育人才,为官数十载期间始终热衷于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在甘肃、

新疆、云南各地创办学院,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入学,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维护了祖国边疆的安定团结。在南京具体

经办筹建三江师范学堂,选拔培养了大批人才。在福建任内一心促进中小学堂的创立,选派学生去日本学习师范。 

他热心于舆地教育的推行,提倡实学。在各地兴办实业学堂,培养了各类专业人员,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魏光焘于

“乙巳(1905)春,奉旨开缺,交卸回籍。”他回到家乡以后,继续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在家乡捐学田、捐义田、修学塾、捐试

馆租田,迭次赈捐巨款,历送春秋闱士子巷费”
[1]8
。他在担任各地地方官时,具有卓越见识的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政府财政空

虚、入不敷出的不利条件下,总是优先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清末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加大教育投入的果断作风是值

得肯定的,这些重视教育发展的措施直接促进了当地近代教育的发展,为全国很多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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